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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世紀 80 年代的一個專門從事改革政策研究的研究機

構，體改所在中國只存在了五年。我在這個所裡也工作了五年。

在中國的政府體系中，這樣一個局級的研究機構不勝枚舉，但這

個研究所的故事卻成了 Keyser 女士的政治學專著的研究對象。設

想一下生物學家在研究熊貓或者老鼠的時候，如何觀察他們的組

織和活動的（我們從 Discovery 頻道中經常可以看到），我們當年

的活動居然也成了別人觀察的對象了。這不能不讓我佩服美國人

在研究方面的專業化水平。 
作為本書的校對者，在通閱了本書之後，有一些值得提出的

體會，也有一些需要說明的事情。 
 

 
這本書講的是體改所的故事。我想，無論從旁觀者的角度來

說，還是從親歷者的角度來說，體改所的故事確實都是令人興奮

的。 
在 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作為一個能夠參與決策研究的年輕

人，能夠經常向國家領導人彙報我們調查研究的心得，並和領導

人對各種經濟、社會問題進行面對面的討論，這確實是很難得的。

這也使得我們「想領導之所想，急領導之所急」，以至於被當時

一些學界前輩稱為「奏折經濟學家」。那時，確實有一點毛澤東

當年「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

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味道。現在回頭看，當時也確實

有些狂妄，但作為 30 出頭的年輕人，用我們剛剛學懂的知識，就

能為國家出力，想不興奮也難。 



其實，以我們當時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水平，實際上也不可

能做出什麼重大的學術建樹，體改所的主要成就在於調查研究，

我們無非是通過我們的勤奮工作，發現了一些問題，提出了一些

想法，為國家領導人的決策提供了一些思路或理念，真正的政策

制定工作還是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國家經委等部門做出來的。

因此，這本書裡對我們的評價，有些地方還是有點誇大其詞的。 
不過，這本書將體改所在中國 80 年代改革中的貢獻，歸結為

「推動了研究方法的變革」，還是相當準確的。 
體改所所推動的研究方法的變革，可以歸結為三個基本方

面：其一，是大規模調查和以此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其二，是經

濟學研究和社會學研究的密切結合；第三，是數據採集和分析的

系統化。應該說，在政策研究工作中提出並堅持了這三個基本方

面，是體改所有別於國內其他各研究機構的最主要的特點，也是

體改所能夠在當時的政策研究中有所建樹的基本原因。至於西方

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引進，以及在出版方面的改革努力，實際上當

時無論是體改所、發展所以至社科院和各個大學，都有自己的貢

獻，這是不能算成體改所的「獨家」貢獻的。 
在 80 年代「摸石頭過河」的改革中，依靠我們在研究方法上

的創新，體改所起到了幾個重要作用。 

首先是發現問題。在這一方面，以 1985 年的「大調查」最為

典型。在城市改革剛剛啟動之際，國民經濟突然出現「過熱」，

當時的經濟學界的主流意見是將其原因歸咎為「投資膨脹」，而

我們的調查得出的結論則是在「投資膨脹」的同時，存在著「消

費膨脹」，而在「投資膨脹」中，「非生產性投資膨脹」又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而這兩個膨脹的根本原因，則是我國經濟運行的

微觀基礎存在的缺陷，並由此而提出了「微觀改革先行」（包括

建立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建議。這份報告，對當時的

中央決策和此後的理論研究都起到了很大的影響。應當說，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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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全面系統的調查作為支撐，是很難讓當

時的國家領導人加以重視、也是很難讓我們理論界的前輩學者們

認同和支持的。 
其次是避免失誤。在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匈南考察」。

當時國內關於宏觀改革的主導意見是「價稅財聯動」（其主要依

據的是匈牙利 1971 年改革的經驗），關於微觀改革的主導意見是

「工人自治」（其主要依據的是南斯拉夫的實踐）。針對這兩方

面的改革意見，體改所組織了一個 18 人的考察團，以體改所的研

究人員為主，還邀請了所外的不少中青年經濟學家，包括馬凱、

杜鷹、劉澤彭、李劍閣、鄭洪慶、盧邁、周新城等人，在體改委

副主任高尚全的帶領下，在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了一個半月（這

樣一種規模在當時也是空前的）。這次考察的最重要的貢獻是阻

擊了國家領導人「價稅財聯動」的決策，避免了薩克斯式的「休

克療法」可能給中國造成的動盪。此後，國內關於工人自治的主

張也就逐漸消失了。不過，我們在 1988 年阻擊「價格闖關」的努

力沒有成功，以至最終引發了 1988 年下半年的社會恐慌和不穩，

這是我們所的很多同仁都為此十分遺憾的。 
第三是提供預警。這方面的最為經典的案例是 1989 年初關於

大學生的社會心理的調查。這項由我們所的社會研究室和社會調

查系統聯合組織的對大學生的心理調查，在當時就提請黨中央要

注意學生中的不滿情緒和民主訴求，要防範在四五月間可能出現

的學潮，並提出了開展校園民主、疏導學生不滿情緒的建議。結

果，沒有料到「一語成讖」，兩個月之後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學潮

並最終以悲劇而告終，而更沒有料到的是，這份報告反而成了陳

希同指控體改所「煽動學潮」的證據，讓楊冠三在秦城住了一年

多。 
第四是幫著「摸石頭」。在體改所存在的五年中，我們在改

革的政策路徑方面也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議。比如，1985 年「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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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之後提出的建立要素市場的建議，1986 年提出的「利稅分流」

的建議，1987 年提出的建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行使所有者權利的

建議，都是由我們所在國內率先提出的。雖然到了這些改革實施

的時候，體改所已經辭世多年，但是回顧以往，看來這些石頭還

是算摸著了。 
 

 
本書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討論是關於體改所的任務衝突的討

論。這種任務衝突，我在讀完本書之前還沒有想明白。這正應了

東坡學士的那句名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按照作者的分類，我應當屬於體改所中的「學術派」，可能

和我同屬一派的還有宋國青、王小魯、白南風、刁新申等人。王

小強其實也是個「學術派」，不過他身為主持工作的常務副所長，

有許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做。當時，小強和我們這幫人

是有很大的學術抱負的，希望能夠通過我們的努力，逐漸形成現

代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因此，看書、調研、總結、爭論，成

為我們這幫人的基本生活內容。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那些很牽

扯精力的社會活動總是想敬而遠之，那會兒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讓張鋼他們折騰去，我們該幹嘛幹嘛」。 
所裡的「政治活躍派」的代表人物是張鋼。張鋼記者出身，

對熱點問題敏感，社會聯繫廣，口才也好，因此就很能生事兒。

按照最初的結構設計，聯絡室的任務就是聯絡各方面的有志青

年，支持體改所的科研工作。比如 1985 年的「大調查」，發動幾

百名大學生分赴全國各地搞調研，沒有聯絡室所做的大量工作是

不可能的。但正如馬克思的「異化」學說所描述的，聯絡室逐漸

變成了一個獨立運轉的機器，此後又生出了「改宣辦」、「培訓

中心」，體改所最終形成了改革研究和改革活動兩個既相互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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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相互衝突的兩個「板塊」。 

兩個「板塊」之間的相互依賴主要表現在改革活動需要改革

研究的支持，很多改革活動比如宣傳和培訓也都需要我們這些「學

術派」的參與。體改所培訓中心辦的培訓班，如果沒有小強、國

青、南風、冠三和我這些人去講上一講，那就和北大辦的培訓班

沒有什麼兩樣了。反過來，我們的改革研究如果沒有改革活動的

支持，我們對問題的發掘能力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們對基層

的瞭解也可能就會變得隔靴搔癢。 
但兩個板塊之間的衝突也是很嚴重的。「政治活躍派」們關

注的是熱點問題，而熱點問題是經常在變化的。對於一個研究所

來說，我們不可能對所有問題都有所研究，但改革活動則要求我

們必須及時對各種熱點問題發表意見。因此，體改所在學術上追

求的「長程性、戰略性的研究」，經常會因為來自改革活動的干

擾，變成了「短程型、戰術性的研究」。這也是體改所的所長辦

公會議上大家經常吵得臉紅脖子粗的基本原因。 
這樣一種獨特的組合所必然產生的任務衝突，來自於體改所

當時的獨特地位，也來自於當時很不職業化的社會環境。在一個

有著大量問題需要解決、而職業化的發展又很不充分的社會，「捨

我其誰」的感覺使得我們的每一個人實際上都承擔著雙重任務。

差別僅在於有些人的「學術傾向」強一些，有些人的「活動傾向」

強一些。這樣一種雙重任務的衝突伴隨了體改所存在過的整整五

年。 
應當說，體改所在當時所具有的獨特功能就來自這兩個方面

的獨特組合：它既是一個追求職業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群體，又

是一個追求盡自己之所能來推動社會變革的群體。也正是由於這

種獨特功能，體改所開創了很多對現代中國非常重要的活動，雖

然這些活動很多都已經和我們無關了。 
記得有一位原發展所的朋友曾經問過我，為什麼在「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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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發展所的大多數人都還在搞研究，而體改所的大多數人都

各幹各的而且都各有所成。我當時的回答是，和發展所、國際所

相比，體改所的下場最慘，樹倒猢猻散，大家只能各自奮鬥。現

在看，這個答案還不完整。實際上，體改所的成員們從一開始就

不是「純研究者」，而是兼有「研究者」和「活動者」兩種素質，

這使得我的大多數同事們都能夠獨立奮鬥。因此，回頭再看體改

所，當年的任務衝突實際上給我們留下了一筆非常珍貴的遺產。 
當然，在體改所被關閉了近 20 年的今天，中國社會已經經歷

了鉅大的變化，知識分子的職業化分工已經初具眉目，現在的調

查、研究、分析以及 NGO 的社會工作都比我們當年幹得細緻得

多、專業得多，已經不可能再有一個體改所這樣的研究機構能夠

包打天下了。這是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鉅大進步。

體改所作為這個進程的推動者之一，應當是能夠讓我的所有同仁

們感到欣慰的。 
 

本書最初是由王小魯介紹給我的，因為澳大利亞的一份雜誌

請小魯為這本書寫書評，送了他一本。我粗粗翻閱了一遍，覺得

頗有價值，就和王小強商量，能否由他在香港辦的「大風出版社」

出版中文本。這個建議立刻得到了小強的贊同，並著手請在美國

的張艾枚與出版商、作者洽商版權事務。其間恰逢我的外甥方冶

立從英國學成回國，在國家發改委的「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也

就是「六四」以後接替「體改所」的新實體）實習，他對這個所

的故事也頗有興趣，於是就請他承擔了本書的翻譯工作。 

我作為本書的校對者，在對中譯本的文字加以校改的同時，

主要是根據我對當時體改所工作的瞭解和記憶，對書中所涉及的

重要史實加以修正，對一些我自己也記不清楚的情況，則請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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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三等人一起來回憶和釐清。由於 Keyser 女士的這本書的基礎是

她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對當時分散於國內外各地的體改所成員以

及相關人士的訪談，以及當時有關中國改革的為數不多的文獻。

在當時的環境下，政治上的禁忌仍然很多，也很難邀請相關人員

共聚一堂回憶某些重要事件，書中出現一些失誤之處也在所難

免。作為同時又是當事人的校對者，需要對本書的校對工作作一

些說明。 

第一，我以為本書的作者是一位政治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

因此，這本書中有時出現的史實錯誤也是可以理解的。以此為原

則，中譯本必須忠實於原作，而不應當妄加刪改。對於一些與史

實有明顯不符的地方，我以「校者註」的方式加以說明和更正。 
第二，書中引用了大量的中文文獻，這些文獻從中文譯成英

文、再由英文譯回中文，很可能就面目全非了。因此，我儘量查

詢了作者所引用的中文文獻，能夠找到的一概使用原文，包括莫

干山會議的報告和于光遠、鄧力群的講話等等。有些文獻實在無

法找到的，就只能「硬譯」了。其實想開了，即便中文文獻全部

還原本來面目，作者原來看的是英文，理解的也是英文，還不如

現在這樣「硬譯」，更能準確反映作者的意見。 

第三，書中引用了大量的「採訪文獻」，並在尾註一一註明。

顯而易見，該書出版，沒有可能同時附印出採訪的有關內容。翻

譯這本書時，為了忠實原著，只好照錄這些對讀者意義不大﹑對

作者可能意義重大的尾註。 
 
 

 
20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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